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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开发本来就是一个大梦想，我一生做过很多梦，我和王同惠在学生时期翻译了《甘肃土

人的婚姻》，当时她就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写土族的书，而要外国人写。我们就是在那时下决

心要努力去认识中国，自己把道理搞清楚，现在你们有条件有能力去做了，就应该认真去做，这

就是所谓“文化自觉”，需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层层解剖，有所分析和认识。 

我这几天还在看第三届研讨班时请外国同行来做的系列讲座的论文，很多问题他们都讲出来

了，例如爱斯基摩人是怎样进入工业化的。我很羡慕你们年轻人，现在你们的条件比我们好多了，

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了。那时我是想做而不能做，一直到平反后开始动手做。你们现在条件好了，

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自己要真正努力。 

实现民族政策，不能等，要靠自己去做，不能等，不能靠。民族的先进分子要看到自己的责

任，中国社会是一个上有祖宗，下有子孙的社会，我们不能在自己这一代搞坏了，没有尽到责任。

希望大家珍惜机会，振兴民族，共同富裕。 

 

 

在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闭幕式上的发言 
 

潘乃谷 
 

今天我们的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要结束了。首先转达一下费老的意思，他多年来

一直关心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他这次能亲自来参加研讨班并做主题讲演，后来又听取和

回答大家的问题，有直接与大家交谈的机会，他感到十分高兴，他今天离开兰州回北京了，他希

望这次研讨班的收获能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中发挥作用，见到实效。 

其次我自己通过这次研讨班也学习到很多东西，这么多年来能这么专心的从头到尾讲课和听

大家讨论真是第一次。借此机会谈点自己有关学科建设方面的体会。 

自从 1979 年中央委托费老牵头恢复和重建已中断 27 年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已来，已是第

22 个年头了。今天我们教学和科研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全国各地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在进

一步的推动学科的发展，势头是很好的，就以社会学人类学的高研班为例，从 1995 年开始，连

续六届，都得到了教育部和各地区的全力支持，还有海外学者的热情帮助，除在北京外，也到了

西南、东南和西北，在这中间想休整提高一番停一下都做不到。这一次来到兰州，西北地区老师

和学员们对我们的热情支持和鼓励是十分感人的，特别是年青的学者和学生对社会学人类学知识

的渴求、对加强学术交流的迫切愿望令我受到很大触动，真是想讲点心里话，和大家交流一下看

法，如说错了也请大家提出来。 

第一，希望有志来从事和参与社会学人类学学习和工作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是年青同志，

注意了解这个学科在我国发展的坎坷历程，做为一项事业来做，要对它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有足够

的认识。对可能遇到的困难有思想准备，过去的情况我们简单的概括为“出身不正”、“先天不足”、

“后天失调”，因此教委当时提出积极而稳妥的发展方针。对现在的情况，由于“速成”的做法，

发展很快，水平也不能估计过高，也就是说对我们自己要有个合适的定位，要有自知之明。 

第二，社会发展需要建设学科，学科也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不断成长，正像费老在重建之初

时就指出的，最首要的任务，是抓培养人和建设队伍，没有好的师资，哪来好的学校？当然培养

人才有多种方式，早期的讲习班，今日的高级研讨班都是办法之一，但组建好专业队伍十分关键，

以北大建立和发展这个研究所的过程为例，费老最初建所的目的是以“从实求知”的态度希望立

足中国实际的研究，充实教学内容，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达到既出成果又出人材的目的。他亲自

把握学术方向，大家齐心协力，发挥团队精神至为重要。做组织和管理工作的要出于公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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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创造条件，抓住机会，尽可能不失时机地把有事业心、有能力的年青学者不断往外推荐。

任何人都不是完人，如果有一些毛病，要从积极的方面给予保护和帮助（不是护短）。作为年青

学者本人有志向有事业心，自立自强又有自知之明都是基本的品格。遇问题遇矛盾要能识大体顾

大局以事业为重，一方面要充分尊重老一代学者和他们为学科发展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也要团

结周围的同志。这么大的事业不是一两个能人就能干好的，需要志同道合者摽在一起去开拓，去

奋斗，才有可能打下一个基础，创造一个环境，让大家都能好好在学术上干点事，否则干扰的因

素很多，谁也不易抵挡。总之，条件也需要大家团结一心共同来创造，创造就要付出艰辛。 

第三，绝不能忽视在学科建设中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工作。1998 年第三届研讨班上费老明确

提出了“补课”的要求，他通过对学科建设的回顾和反思，与国外同行的比较，提出他自己需要

补基础课，人人都要补自己缺的方面。2001 年《中国社会科学》第一期他在总结文章中又明确的

表述了这个问题。我们学科重建时，从其他学科转过来的学者比较多，大家对社会学人类学有很

高热情，但是缺少基础训练，由于工作发展需要不得不采取“速成”的办法学习，学习了但不扎

实不全面，而且时代发展很快，新的东西还要赶上。今天又面临大发展，很多民族院校、商学院、

师范院校都在设立新的社会学系或专业，师资从哪里来？不得已还得“速成”。但我们一定要清

醒，学术本来是不能“速成”的，不认真“补”课，将来后患无穷，对于事业是灾难，对于学者

个人是一辈子的缺憾。所以做为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非补上不可，新学者更要

开始就抓住不放。我想这次大家听了很多老师的讲课都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从乔先生、金先生和

蒋先生的演讲中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差距。 

我顺便说一下，我感到最近一些同行对北大的老师给予的评价太高了，我知道这绝对是好意，

但我感到这反映出我们学术界也受到了社会上一些风气的影响。现在社会上这种明星那种明星，

这个家那个家当得太容易了。我们北大的这几位老师的确很辛苦，很努力，每个人都有干不完的

事，他们也确实在不同的领域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学术成果是要经过实践检验和历史考验的，

不是有人说好，就真的好。如果连我们这些搞实证研究的人都不能实事求是地来评价我们自己，

就不太好了。上学期研究生论文答辩工作结束后，我们的老师们曾坐下来总结指导研究生论文的

工作，就谈到了如何估价我们研究工作质量问题和如何从研究生论文的水平检讨我们学术工作的

问题。 

第四，一定要重视同行间的交流、合作和协调。大家都知道中国人不管哪行哪业哪个部门，

最头痛的就是人事关系问题，说起来大家最怕的也就是内耗，而我们学术界内部受社会影响，也

并不例外。我的看法是发生这些事有过去“文革”的影响，还要加上近年来因为体制改革，各项

制度不健全、不协调。这类问题，只能由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协调、加强团结来解决。 

目前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不要说社会学、人类学需要去研究外国，就中国社会内部的领

域和专题，有多少方面需要研究，有多少新课需要开设，有多少教材需要编写，我们目前的人力

有多少？实际上并不多，还是要抓紧时间踏踏实实地做实事。 

我想学术单位不是行政单位，大家的目标是发展学科，所以特别需要努力创造交流合作的条

件，携手共进。费老说过多次，要求北大的老师为学科建设多做点服务工作。大家知道，北大的

“中国社会与发展中心”已经被确定为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我们与华夏出版社合作翻译国

外社会学的高校精典教材系列，坚持办好这样的高级研讨班，这些都是属于这样服务性质的工作，

也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当然交流合作也好，做好服务工作也好，都得立足于把自己的学术工

作搞好，这点我们的老师们很清楚，就是不管怎么样，如果干不出高水平的成果，说什么都没有

用，要干出好活还需要人人都实打实地干。 

第五，按照费老一向强调和提倡的从实求知、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和科研结合、教学相长、

与实际工作部门结合等等原则去努力，我想只要我们能锲而不舍地、实实在在地干上几年，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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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效的，我们应有这个信心。费老每次讲话，都说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现在的担子已经压到

了 50 岁左右一代人身上了，很多地方 40 岁左右的一代都已成为主力了，看看北大的系、所，可

能就有一定的代表性，50 岁、45 岁、40 岁、35 岁左右大约 5 年一个台阶的梯队已经形成，两头

小，中间大，这个队伍已经挑起了重担。 

在北大出版社举办的《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上，费老曾建议北大出版社设法组织力量，

筹集资金把老一代学者的文集像《潘光旦文集》一样出版，这一代学者们的著作，代表了一个时

代的文化。同时他鼓励下一代、更年青的一代也要出成果，不要妄自菲薄，每一代知识分子（学

者）的著作都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事，它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文化要有传承，要有发展，是

代代的积累。我当时就想，这些话对我们有志于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的青年一代，一定会有鼓舞。

我今天虽然说了不少困难和问题，也泼了点冷水，但说实在话，今天比起 22 年前重建起步时，

我们的事业已有了很大发展，条件也好多了。能有今天的发展，对于我们这些交了班的人来说还

是很高兴的，因为感到后继有人，大有希望。所以我衷心地希望大家不但要有热情，而且头脑清

醒、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地干出一番事业来，在搞好学科建设的同时，每个人都能在事业的整体

发展中做出自己的学术成就。 

谢谢。 

 

 

【论文精选】 

影响族群关系的政策因素 
 

靳薇 

 

在一个多族群组成的国家中，有诸多因素会影响族群关系。执政党制定和实施的民族政策、

族群关系的历史、各族群内部分工和生产力的发育程度、族群人口的比例、各族群文化教育的发

展状况等等，都对现实中族群间的关系产生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中，政策对族群关

系的发展及影响至关重要。 

政策，是政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徐杰舜等，1997：

145）。民族政策，即国家政权或政党管理社会，调节和处理族群（民族）之间、族群（民族）与

国家之间关系并使这种关系达到一定目标的措施与准则（田继周等，1993：1）。那么，世界各国

的民族政策有哪些类型？政策对民族国家内部各族群的关系、各族群与国家的关系有何影响？本

文试图对此两方面的情况作一梳理和回顾。 

 

一、民族政策的类型 

 

从内容上看，民族政策可分为：保障民族平等权利的政治政策，促进落后的民族地区发展

的经济政策，繁荣民族文化的语言文字政策、科教文卫政策，帮助少数民族适度发展的人口政策

等。 

从民族政策的性质看，可将其大致分成两类：严苛极端型，温和宽容型。 

（一） 严苛极端型民族政策 

    严苛极端型民族政策的特点为：统治集团将居民按民族（种族）划分等级，对低等级的民族

（种族）采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的歧视、压制、隔离甚至灭绝的措施和手段。 


